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Ｐｒ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ＫｙｏｊｉＦｕｋａｏ　袁堂军

一　导言

过去３０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这主要归功于两

个方面：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二是劳动力在国有和非国有部

门之间的重新分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超过 １亿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工

作———这是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现象。① 此外，国营企业的

改革也使４０００多万劳动力流向私营部门。“由过剩劳动力支撑的比较容易的

经济转型阶段是否即将迅速接近尾声？”近年来中国政界对此越来越关注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Ｈａｕｓｍａｎｎ等，２００６；Ｓｉｅｂｅｒｔ，２００７；Ｉｓｌａｍ 和

Ｙｏｋｏｄａ，２００６）。而政界如此关注，也是因为根据中国官方的工资数据显示，

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增幅显著；而在业界媒体的报道中，在发展迅速的沿海

省份出现劳动力紧缺的个案。在本文中，我们会通过考察过去 ３０年中国在

持续的结构性变化及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的就业和工资趋势，来探讨

这个问题。

中国有大量关于改革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文献。② 不过，绝大多数现

有研究反复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微观方面。这类研究只是孤

立地考察一个具体问题 （例如，相比于城市永久居民，农民工的薪酬是否

很低），并做出政策推论。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讨论的问题是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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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提到的数据，除非特别说明，都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Ｚｈａｏ（２００５）一文对截至２００３年的相关文献作了广泛的调研。Ｓｈｉ和 Ｓａｔｏ（２００６）一文也

提供了相关文献的列表，可以找到最近的相关论文。



经济持续增长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结构性现象。这种情况在这类文

献中并不少见。很少有哪一部文献尝试针对不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情

况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对未来发展轨迹和对国家发展政策的影响。填补这一

文献空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影响劳动力资

源配置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过程和人民福祉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经

济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力过剩的状况迅速走向终结，那么很显然，国家需要进

一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快技术进步，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准备。另一

方面，如果劳动力状况与现有数据显示的情况相反，即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一

直持续下去的话，该方向的政策转变可能与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目标相

违背。除了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政策相关之外，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进行

系统分析对于讨论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担当的角色也是至关重

要的。

该研究的分析框架是依据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

的经济增长方式 （以下简称 “刘易斯模型”）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１９５８，１９７９）。

在分析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进程 （例如，Ｍｉｎａｍｉ，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Ｆｉｅｌｄｓ，１９９４；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１９７５；Ｒａｎｉｓ，１９９３）时，该模型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适当修改。该模型以一个封闭的二元经济的假设开

始，即一个 “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一个以过剩劳动力为特征的 “生

存”（传统）部门。① 在现代部门，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实行的是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劳动力生产的边际产出价值来支付其报酬。按照古

典经济学的传统，在自然经济中，工资率按照惯例是由当地维持生计的水平

决定的。因为与传统部门相比，生活在现代经济中的生活成本更高，所以现

代经济部门可以按照固定工资率雇用工人，即付给他们的报酬会略高于维持

生存所需的最低费用。按照这样的工资率，现代部门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劳

动力之后，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不再会抬高工资，而是增加国家收入中的利

润份额。假定存在一些 “扰动”，例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正如中国

的经济体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发生的转变一样）可以提高工业效率的技

术变化，可以引发现代部门在生产上的扩张。随着产量的不断提高，利润也

在稳步增长，而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这就导致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

加。该增长过程作为一个正向的反馈过程不断继续———利润增加，利润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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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刘易斯模型的许多应用中，“生存部门”近似于 “农业”。这一术语会造成误解，它忽略

了小规模非农产业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他们也是劳动力储备的一部分。



资，进一步的工业扩张和进一步的扩大雇用规模———直到传统部门的过剩劳

动力完全被现代部门所吸收，从而到达著名的 “刘易斯转折点”。自此以后，

两个部门的工资开始趋于同一水平线，而经济看起来已经非常像工业化经济

了。在达到转折点以后，二元经济结构随之消失，生存部门变成了现代经济

部门的一部分，工资率和人均收入沿着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持续上升。

该模型可以被应用到国际领域而无需改变其基本结构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６７；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１９７５；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９）。对要素禀赋和相对要素价格的新

古典主义式的反应可以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中看到。对于过剩劳动力经济，这

意味着有更多的通过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出口来扩大产量的机会。现代的工

业技术、低廉的工资和高度灵活的劳动供应，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带来了高利

润率，而高利润率又通过资本积累的增加而转化成了高增长率。高收益率同

时也吸引了外资的加盟，从而加快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增长。在达到转折点

后，国内企业为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将走出国门，它们将引进廉价的移民劳工

或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廉的国家。

我们简略地概括一下有关刘易斯模型的一些限制条件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１９８８）。经常有人指出，“二元经济”的假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不切

实际。这样说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很分散的。另一种批评是，在大多数

的发展中国家，真实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自然经济中劳动力供应的高度灵活

性的假设是不相符的。这些对模型的微观基础的质疑不足以对我们造成困

扰。刘易斯模型的用途，以及我们在此应用这个模型的目的，就是要从历史

的角度出发，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劳动力供应在经济转型阶段的

作用。在研究动态的转型增长时，独特的二元结构和灵活的劳动力供应假

设，仅仅是为了方便分析。如果经济是 “分散独立的，不论有多少个组成

部分，那么二元论就是让其简化的假设” （Ｂａｓｕ，１９９７：１５２）。至于劳动力

供给的伸缩性，“我们不需要 ‘无限的’伸缩性；‘非常大’就足以满足我

们的用途”（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９：２１８）。

因为缺乏许多关键的变量数据，再加上现有数据的质量低劣，就妨碍了

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环境进行系统的定量评估。例如，没有现成可用的数据显

示工人的技术成分，农业工人和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情况，以及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城市就业状况，而这些数据对于系统地分析经济环境中存在过剩劳

动力供给是很重要的。同时，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也很重要，这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统计系统在指令性经济条件下的弊病。主要的局限在于：中国公布

的统计数字，过多地关注了城市产业工人，而对于工作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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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目更为庞大的制造业员工则缺乏详细的数据。即使在城市，数据的收集

和报道也集中在迅速衰退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生产企业，对于充满

活力且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私营制造业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缺少足

够的关注。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 （比如中国经济体制的复杂性）以及经

济数据被赋予过多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省和地方各级政府 （Ｒａｗｓｋｉ和

Ｘｉａｏ，２００１）。

我们的目标是，从政策讨论的视角，对最近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进行更

为广泛的探索性分析，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寻求新的途径。本文的核心内容

是，使用现成的官方数据，仔细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环境及工资趋势，同

时要注意这些数据的局限性，使用从最近的家庭调查中获取的原始数据对工

资确定过程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与此相关，我们还利用现有的微观经济文

献，来确定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键方面，因为这些方面与过剩需求状况研究

有联系。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概述了初始劳动力市场情况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的关键要素，为随后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我们对改革时期的劳动

力供应状况和就业模式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关注了过剩劳动力情况的转变。

第四部分，我们对急速上涨的城市总体工资水平和繁荣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之

间明显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调查。第五部分，我们总结了主要成果和政策推论。

二　初始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力
　　市场改革及劳动力转移

　　在推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在经过了 ４０年的发展

演变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①结构的例子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７；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２）。政府严格控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

移。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和小规

模的乡村工业领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存

在大量的显性失业现象，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

甚至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为迅速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如上所述的劳动力

市场状况依然存在并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因此，中国的状况与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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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组织架构的改革，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小的投资获得大体上相同水平的产出时，

可以认为存在劳动力过剩。



书书书

斯不同，在中国没有必要动用农村的劳动力 “储备”。此外，国家为了保护

城市人口的利益，设置了许多城乡移民障碍。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政府建立

了户籍制，人们被限制在其出生的城市或乡村里，以此来确保有足够的劳动

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确保工业和城市部门有足够的粮食供给 （Ｃｈｅｎｇ和

Ｓｅｌｄｅｎ，１９９４）。户籍制的建立，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完全分割开了，

劳动力被指定分配给其所在的工作地点。此外，限额配给变得越来越普遍，

只有迁移得到批准的人们才能在迁居地获得新的住房。

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起，中国逐步放宽了国内移民的政策限制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０；Ｔａｏ，２００６）。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配置更多的劳动力

资源来从事非农业活动。与此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的

严格控制。１９８３年，政府准许农民将他们的农副产品运输、销售到外地市

场；政府还批准建立农村合作社及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这些举措都为农村

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些发展迅速的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

很快就成为农民务工的首选之地。乡镇企业吸收了一大批劳动力，他们都是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解脱出来的农民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Ｍａ，１９９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深入到了城市部门，并建立了经

济特区。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只要他们有能力养活自

己。随后，政府还逐步取消了粮食配给／粮票制度，并且准许个人按市场价

购买食品。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为城乡移民提供了便利。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开始，政府采用各项措施，以期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同时还鼓励更多的劳

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７：第 ８章）。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

多项措施鼓励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一些城市实行一种选择

性的移民政策，政府给那些投资在当地建企业或在城市购买昂贵住房的移民

解决户籍。从２００１年起，在大多数小城镇里，要获得当地户口的最低要求

是，户籍申请人有长期的收入来源，并且在当地有合法的居住权。此外，房

屋所有权限制的解除，就业政策的改变，限额配给制度的取消，以及城市欠

发展区域的扩张，都为移民迁居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城市住房商业化，城

市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张及连接城乡的移民网络的迅速发展，都为农民工进城

就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城市经济开始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在新实行的灵活

的劳动力管理策略下，城市求职者可以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找

工作。这个聘用系统的应用 （国内闻名的 “联合三个渠道就业”）标志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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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分配模式一去不返。在 １９８３年推出的劳动合同制度为

企业招聘短期合同工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大约在 １９９３年，国有企业

（ＳＯＥ）传统的任用制度开始瓦解，同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被赋予了裁减

冗员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就业安排方式，叫做下岗，或

称做待业。根据该制度，工人即使不再到企业上班，但仍与企业保持联系，

并有权领取小额津贴和福利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３：２３）。

１９９４年，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部分企业的私有化 （主

要是中小型规模的企业），亏损企业倒闭或被兼并，到 ２００５年时，国有控

股企业的数量已经从１０年前的３０万家下降到 １５万家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等，２００６：

２３－２４）。国有企业数量的锐减，再加上现有的国有企业的缩编改制，导致

国有企业的就业率大幅下降。１９９５年，有 １１３亿人在国有企业工作，达到

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高峰，而到了 ２００５年，国有企业员工仅有 ０６５亿人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７：第８章）。

总之，过去２０年进行的经济改革，已逐步放宽了对中国经济各部门和

各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是，目前对城乡之间、正规和非正规部

门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仍有一些限制。因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

被高度分割的，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比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和失业救

济金的获取都与城市户籍身份密切相关。户口登记了一个人的特定的所在地

和特定的身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唯有那些拥有城市居住许可证———俗称

“城市户口”———的人才有权永久地生活在城市。自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

来，政府大大放宽了户口申请的限制条件，尽管如此，户口制度依然是存在

的，而且是否拥有城市户口仍然是有差别的。富人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

以把户口从城镇或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然而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想申请

到城市户口并不容易 （Ｗｕ和 Ｔｒｉｅｍａｎ，２００４；Ｌｉａｎｇ和 Ｍａ，２００４；世界银

行，２００５）。虽然在过去的１５年中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是国

有企业部门还是解决了将近 １／５的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在这些部门

里，有关就业和薪酬的做法与市场规律相距尚远。

三　劳动力供应和就业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与此

同时，中国开始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人口

年均增长率从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期间的 １４％下降到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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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５％ （表１）。中国目前有 １３２亿人口，根据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

预计到 ２０２５年，中国人口将达到约 １５亿这样一个顶峰 （Ｔａｏ，２００６：表

８－２）。①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年轻人数量的增加速度超过了需要供养

的儿童及老人的数量，劳动适龄人口 （年龄在 １５～６４岁之间的人口）———

的潜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形成了所谓的

表 １　中国人口统计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

年份 总人口（万）

劳动力 城市人口

总人数

（万）

占总人口的

比例（％）
总人数

（万）

占总人口的

比例（％）

１９８５ １０５８５１ ５０１１２ ４７３ １１８８２ ２３７

１９８６ １０７５０７ ５１５４６ ４７９ １２６３９ ２４５

１９８７ １０９３００ ５３０６０ ４８５ １３４３５ ２５３

１９８８ １１１０２６ ５４６３０ ４９２ １４１００ ２５８

１９８９ １１２７０４ ５５７０７ ４９４ １４６０１ ２６２

１９９０ １１４３３３ ６５３２３ ５７１ １７２５２ ２６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５８２３ ６６０９１ ５７１ １７８０５ ２６９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１７１ ６６７８２ ５７０ １８３３８ ２７５

１９９３ １１８５１７ ６７４６８ ５６９ １８８８４ ２８０

１９９４ １１９８５０ ６８１３５ ５６９ １９４２５ ２８５

１９９５ １２１１２１ ６８８５５ ５６８ １９９９５ ２９０

１９９６ １２２３８９ ６９７６５ ５７０ ２１２６４ ３０５

１９９７ １２３６２６ ７０８００ ５７３ ２２５９２ ３１９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７６１ ７２０８７ ５７８ ２４０４１ ３３４

１９９９ １２５７８６ ７２７９１ ５７９ ２５３１７ ３４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６７４３ ７３９９２ ５８４ ２６８００ ３６２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６２７ ７４４３２ ５８３ ２８０３１ ３７７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４５３ ７５３６０ ５８７ ２９４５８ ３９１

２００３ １２９２２７ ７６０７５ ５８９ ３０８３３ ４０５

２００４ １２９９８８ ７６８２３ ５９１ ３２０８１ ４１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７５６ ７７８７７ ５９６ ３３４７９ ４３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７８３４３ ５９６ ５７７０６ ４３９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１２９ ７８８８１ ５９７ ５９３７９ ４４９

备忘项目：平均年增长率（％）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１３６ ３３３ ５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０７５ １１３ ４３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１０２ ２１ ４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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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增长更快，从 １９８５年的大约 ５０１亿人迅猛上涨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７８９亿人，这反映了劳动人口参与率在持续上升 （从 ７２％到

８８％）。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期间，年均增长的劳动适龄人口为 １１％，相较之

下，全国总人口增长仅为０７５％。预期到 ２０２５年，劳动适龄人口将从目前

的９２５亿上升到１０１８亿。

在中国，就业的扩大远跟不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农村实现就业的总人

数 （假定其中有大量就业不足的工人，讨论见下文）在过去的１５年里大致保

持在４９０亿左右。在外资企业 （包括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和当地私营

企业 （包括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这类城市经济中新兴的私营部门中的就

业增加非常可观：１９９０年，这些企业实现的就业总人数为 ０６５亿，而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期间，增加到近１８２亿 （表２）。相比之下，城市经济总就业人

数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从１７０４亿增加到２９３５亿———这是国有企业部门

大规模削减就业人员造成的后果。国有企业部门就业的总人数在持续下

降———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３５亿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６４２亿。城市经济虽然在不断增

长，但就业弹性 （即 ＧＤＰ增长 １％所对应的就业率的增加）仍然很低，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期间，就业弹性在０１～０２之间波动 （Ｂｒｏｏｋｓ和 Ｔａｏ，２００３）。

表 ２　劳动人口与就业状况

单位：百万人

年　份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劳动力人口 ５０１０ ６５３２ ６８８５ ７３９９ ７４４３ ７５３６ ７６０８ ７６８２ ７７８８ ７８２４ ７８６５
总就业人口 ４９８７ ６４７５ ６８０７ ７２０９ ７３０３ ７３７４ ７４４３ ７５２０ ７５８３ ７６４０ ７６９９
城市就业人口 １２８１ １７０４ １９０４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４ ２４７８ ２５６４ ２６４８ ２７３３ ２８３１ ２９３５
国有企业 ８９９ １０３５ １１２６ ８１ ７６４ ７１６ ６８８ ６７１ ６４９ ６４３ ６４２

集体所有制企业ａ ３３２ ３５５ ３１５ １５０ １２９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０９ １００ ９４ ８９
外资企业 ０１ ０７ ５１ ６４ ６７ ７６ ４５ ５６ ６９ ８０ ９０
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１２６ １４４ １７５ １９２ ２０８
国有控股公司 — — — — — — ５９ ６２ ７０ ７４ ７９
私人投资企业 ０８ ６７ ２０６ ３４ ３６６ ４２７ ２５５ ２９９ ３４６ ３９５ ４５８
其余 ４９ ２３１ １６９ ８１６ ９１６ ９６４ １４５９ １５１２ １５７０ １６１９ １６５５
农村地区 ３７０７ ４７７１ ４９０３ ４８９３ ４９０９ ４８９６ ４８７９ ４８７２ ４８４９ ４８０９ ４７６４
乡镇企业 ６９８ ９２７ １２８６ １２８２ １３０９ １３２９ １３５７ １３８７ １４２７ １４６８ １５０９
私人投资企业 — １１ ４７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４１ １７５ ２０２ ２３７ ２６３ ２６７
个体经营者 ３０５７ １４９ ３０５ ２９３ ２６３ ２４７ ２２６ ２０７ ２１２ ２１５ ２１９
其　余 ２８８４ ３６８４ ３２６４ ３２０４ ３２１８ ３１８ ３１２１ ３０７７ ２９７３ ２８６３ ２７６９

　　“—”指无相关数据。
ａ包括合作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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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

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

的劳动力供给呈持续上升趋势。此外，对主要位于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实施

的结构改革和减员措施，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虽然新兴的城市私有部门创

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城市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现在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显性失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登记城市失业率数据显示①，在 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国的城市失业率维持在 ２３％ ～２６％之间，２００３年上升到

４３％，不过在２００７年略有下降 （为 ４％，相当于 ８６０万失业人口） （见图

１）。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关于各省失业率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内地劳动

力输出省份 （如四川，贵州，云南和宁夏）的失业率普遍比发展迅速的沿

海省份 （如北京，广东，海南和广西）更高 （见表 ３）。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相信，官方的数据大大低估了失业水平，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此数据报

告系统只适用于１６～５５岁的男性及１６～４５岁的女性；其次，有大量的国有

企业下岗职工仍被视为其原企业的在职员工；再次，对许多失业人员来说，

即使他们到当地的就业服务机构登记自己的信息，也不一定会得到帮助，因

图 １　城市登记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 《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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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省登记失业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单位：％

年　　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全国平均 ２５ ２９ ３１ ３６ ４０ ４３ ４２ ４２ ４１ ４０

北方省份

北 京 ０４ ０４ ０８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３ ２１ ２０ １８

天 津 ２７ １０ ３２ ３６ ３９ ３８ ３８ ３７ ３６ ３６

河 北 １１ ２２ ２８ ３２ ３６ ３９ ４０ ３９ ３８ ３８

山 西 １２ １４ ２２ ２６ ３４ ３０ ３１ ３０ ３２ ３２

内 蒙 古 ３８ ３８ ３３ ３７ ４１ ４５ ４６ ４３ ４１ ４０
东北省份

辽 宁 ２２ ２７ ３７ ３２ ６５ ６５ ６５ ５６ ５１ ４３

吉 林 １９ ２０ ３７ ３１ ３６ ４３ ４２ ４２ ４２ ３９

黑 龙 江 ２２ ２９ ３３ ４７ ４９ ４２ ４５ ４４ ４４ ４３
东部省份

上 海 １５ ２６ ３５ ４８ ４９ ４５ — ４４ ４２

江 苏 ２４ ２１ ３２ ３６ ４２ ４１ ３８ ３６ ３４ ３２

浙 江 ２２ ３２ ３５ ３７ ４２ ４２ ４１ ３７ ３５ ３３

安 徽 ２８ ３１ ３３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４ ４３ ４１

福 建 ２６ ２６ ２６ ３８ ４２ ４１ ４０ ４０ ３９ ３９

江 西 ２４ ２１ ２９ ３３ ３４ ３６ ３６ ３５ ３６ ３４

山 东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３ ３６ ３６ ３４ ３３ ３３ ３２
中部和南方省份

河 南 ３３ ２６ 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１ ３４ ３５ ３５ ３４

湖 北 １７ ３１ ３５ ４０ ４３ ４３ ４２ ４３ ４２ ４２

湖 南 ２７ ３８ ３７ ４０ ４０ ４５ ４４ ４３ ４３ ４３

广 东 ２２ ２６ ２５ ２９ ３１ ３６ ２７ ２６ ２６ ２５

广 西 ３９ ３６ ３２ ３５ ３７ ３４ ４１ ４２ ４２ ３８

海 南 ３０ ４２ ３２ ３４ ３１ ４１ ３４ ３６ ３６ ３５
西南省份

重 庆 — — ３５ ３９ ４１ ４４ ４１ ４１ ４０ ４０

四 川 ３７ ３７ ４０ ４３ ４５ ４０ ４４ ４６ ４５ ４２

贵 州 ４１ ５９ ３８ ４０ ４１ ４１ ４１ ４２ ４１ ４０

云 南 ２５ ２９ ２６ ３３ ４０ ３５ ４３ ４２ ４３ ４２
西北省份

陕 西 ２８ ３５ ２７ ３２ ３３ ３８ ３８ ４２ ４０ ４０

甘 肃 ４９ ５５ ２７ ２８ ３２ ４４ ３４ ３３ ３６ ３３

青 海 ５６ ７４ ２４ ３５ ３６ ３５ ３９ ３９ ３９ ３８

宁 夏 ５４ ６４ ４６ ４４ ４４ ３０ ４５ ４５ ４３ ４３

新 疆 ３０ — ３８ ３７ ３７ ２９ ３５ ３９ ３９ ３９

　　“—”指无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的 《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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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要么就是没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要么就是即便这些正式的就业机

构为他们推介了工作，他们也不具备工作所要求的资历；最后，登记系统会

自动取消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 （农民工）失业人员的登记资格。显而易见，

这些数据并未记录大多数 “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而这部分人口在城市

劳动力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且比例仍在不断提高。

以全国人口普查局 （ＮＣＢ）进行的人口变化普查 （ＳＰＣ）数据 （此数据

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有关就业／失业的定义，不受以上所述限制的影

响）为基础作出估计，１９９５年的城市失业率为 ３４％，到 ２０００年上升到

７７％，然而在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３年，又有所下降，略高于 ６％ （Ｔａｏ，２００６：

表８６）。１９９６年９月 ～２００２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在５个主要城市 （福州，上海，沈阳，西安和武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这些城市 （大约有 １５００万人口）的平均失业率为 ８％，其中一些地方

高达１４％ （Ｈｕ，２００７）。

五　农村地区的失业情况

１９７８年，即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末期，中国有 ７１％的劳动力在从事农

业生产。到了１９９１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人数高达３９１亿，达到中国

有史以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最高峰，不过在这之后就开始连续下降。到

２００１年，中国的农村地区有 ３３％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并且农村

地区５０％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活动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６）。但是，农业从业人

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且远高于农业生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实际上，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未能充分就业，据官

方统计，超过１３亿的农村人口因缺乏足够的土地或就业机会，而难以维持

生计 （世界银行，２００５）。除了农民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之外，近些年来中国农

村地区的公开失业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农村的失业人群包括：由于土地被征

用而变得无所依靠的农民，被乡镇企业解雇的工人，以及连续的税制改革和

地方政府机构重组而导致的下岗农村干部和教师 （Ｔａｏ，２００６：５２７－５２８）。

目前没有关于农村地区就业和生产情况的数据，使得对中国农村经济中

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系统的量化困难重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２００３）在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将中国农业和非农业的平均劳动

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估计。如果将非农产业的平均生产

率作为基准，我们会发现，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人员高达 ２７５亿。但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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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准定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如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１／３作为基

准，那么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人员只有１５亿。

虽然存在剩余劳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劳动力可以随时进入城市的

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外出打工时会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

济因素的双重影响。一项有关四川省 （中国农村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农民

进城务工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进城务工所得工资要比待在农村高得多，但

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民更愿意待在农村地区而不是进城务工 （Ｚｈａｏ，

１９９９年）。这项研究表明，农民不愿意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

工在迁移过程中及迁居的城市中缺乏安全感；第二，他们将被迫与家人分居

两地；第三，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找到适宜的居住条件。而农民工在城市的

居住条件差，主要是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永久居住在城市的

合法权利。此项研究的这些发现也被随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Ｚｈａｏ，２００５）

所证实。这些研究发现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即如果没有这些人为的对城

乡移民的限制，那么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更多。

六　工资趋势

在上一部分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仍然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照此看

来，中国经济中的工资趋势和工资模式是否会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一致呢？

如果不是，我们要如何解释 “中国工资之谜”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绘制了城市各经济部门的实际工

资走势图 （见图２）。显而易见，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三种企业 （国有

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①）的实际工资几乎停滞不前 （见图 ２）。

自那以后，就呈现出工资全面上涨的趋势。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即以上提供的工资数据表，会使我们对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实际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产生误解，因为事实上存在产量差

异和技能差异 （Ｒａｎｉｓ，１９９５：５１４）。此外，这些工资数据将跨国公司分支

机构和国内大公司雇员的工资溢酬也包含在内，因此存在偏差。如果要进行

更有意义的分析，我们需要能够反映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或者在城市非正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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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各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由乡镇和村经营的企业；由市、

县、镇和街道经营的企业。私营公司 （其他所有制单位）包括纯粹的本地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 （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



图 ２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城市职工实际工资增长ａ

（三年移动平均，集中于当前年度）

ａ名义工资减去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１９００年 ＝１０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 《中国劳动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

版社。

门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不只是这些城市工资数据存

在偏颇，中国官方的城市工资数据存在的漏洞更为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只涵

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上层。不仅如此，在过去 ２０年里，随着向城市迁移

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多，这个漏洞造成的偏差也变得更为严重。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是按照不同的所有制类型，通过对省一级官方工

资数据的仔细分析确实能看出那些以总体数据为基础的推论的脆弱性。首先

我们来讨论一下按所有制分类的企业工资数据。其中，国有企业的工资涨幅

要大大超过城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 （这些企业的工资设置与劳

动力市场状况有更多的相关性）。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期间，国有企业的实际工资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２％，而私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７４％和８３％。国有企业的工资单中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

金 （Ｚｈｕ，２００２）。此外，自９０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职工的薪金和工资会

定期大幅度上涨，这也是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０３）。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期间，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实际工资增长率 （利用就业

份额权重从国有企业工资估算得来）为７１％，而非报道所称的１１５％。

数据来源相同的省级城市实际工资数据 （包括有现成可用工资数据的

省份）见表４。我们发现，大约自 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各省的城市实际工资

水平都有明显的上涨。但是这一总体模式并不能确定无疑地反映劳动力市场

的紧缩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各个行业的工资普遍都在上涨，这也包括劳

动力 “过剩”的部门 （意味着边际产出为零）。在传统经济中，通常 “过

３６１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剩”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都是平均分配的，所以他们的薪酬与边际产出无

关，而只与平均产出有关。因此，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后，他

们的工资会比原先有所增加，而这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即使传统部门仍

然存在过剩劳动力。

表 ４　各省实际月工资ａ

单位：人民币元，按 １９８５年价格计算

年　份 河北 河南 湖南 江苏 四川 上海 安徽 山东 青海 广东 福建 吉林

１９８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１５ １０５９ １１３５ ９９２ １４１６ ９５０ １１１０ １７１９ １３９３ １０５９ １０８１

１９８６ １２００ １０９９ １１５９ １２４５ １０８９ １５８９ １０５９ １２５６ １８０５ １４６９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２

１９８７ １２２３ １１２２ １２１１ １２９４ １１００ １６４７ １０６９ １２６３ １７９３ １４９４ １１３２ １１９８

１９８８ １２５５ １０９８ １１６２ １２９８ １０８６ １６５０ １０５３ １３２８ １７１６ １４９１ １１１５ １１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１４１ １０２４ １０７０ １１６９ １０１３ １６３１ ９８９ １２２０ １５４５ １４５３ １０８１ １０９１

１９９０ １２５８ １１４０ １１６９ １２７１ １０９１ １７１６ １０８４ １３２１ １５８７ １６３０ １２４２ １１１９

１９９１ １２９９ １１９９ １１９６ １３３７ １１６８ １７９６ １０９５ １３４２ １５９７ １８４７ １３４４ １１３５

１９９２ １４１１ １３１５ １２６８ １５３９ １２１７ ２０６８ １１７０ １４２６ １６０７ ２０６４ １４５８ １１８６

１９９３ １５１４ １３８９ １３５１ １７３４ １２４８ ２２７４ １２４８ １５３２ １６７６ ２２４５ １５８１ １２３３

１９９４ １７０３ １４８６ １４０８ １８８０ １３１０ ２４０５ １３４６ １７１０ １８７２ ２４６５ １７７３ １３８７

１９９５ １７０９ １５６３ １３８３ １９２１ １２８５ ２５４０ １４２５ １７２５ １８３４ ２５０６ １８４３ １４５５

１９９６ １７４３ １６０４ １３６５ １９６９ １３１１ ２６７３ １４５６ １７７７ １９２４ ２５９１ １９８６ １６４６

１９９７ １８１４ １６４４ １３８７ ２０７８ １３５４ ２７８５ １５２５ １８５７ １９４７ ２７０２ ２２０９ １６７４

１９９８ １８８５ １８６６ １４２２ ２３９０ １４１８ ２９４０ １６９９ ２０５２ ２１８４ ２９０３ ２５０１ １９５２

１９９９ ２３１８ ２０６３ １５３６ ２６９２ １７５６ ３３９８ １８５０ ２３０８ ２４８８ ３２６７ ２８０７ ２１７６

２０００ ２５７６ ２３２７ １６６１ ３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３６１３ １９７１ ２６３９ ２７６８ ３９３９ ３０６６ ２４４３

２００１ ２８７６ ２６３９ １９８１ ３４８４ ２３４９ ４１６２ ２２１９ ２９５８ ３４６４ ４５００ ３５２６ ２６７０

２００２ ３３３９ ３０５５ ２２５９ ３９７０ ２６８５ ４５４０ ２６３５ ３３８５ ３７９７ ５１８４ ３９２５ ３０５６

２００３ ３６４４ ３５２５ ２４８８ ４５８２ ３０２４ ５１６３ ２９４８ ３６９９ ３９５０ ５７８０ ４１８６ ３３５０

２００４ ４０３８ ３７６９ ２７５４ ５１２８ ３２５６ ５５６５ ３４４６ ４０７０ ４２９７ ６２１１ ４３８６ ３６１１

２００５ ４３２０ ４０６２ ３０５９ ５５５１ ３４０７ ５８６７ ３８０９ ４４４２ ４５６２ ６３８６ ４４９０ ３９０８

２００６ ４７５１ ４５１５ ３３７８ ６３１０ ３７５３ ６４９８ ４３５７ ４８７１ ４８５４ ６９９１ ４７４７ ４２４８

２００７ ５１７４ ４８４７ ３７４５ ６９４６ ３９８４ ６９２７ ４９５４ ５３３８ ５２１７ ７３５０ ４９１６ ４５８８

备注：年均增长率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４９４ ４５５ ２８５ ５６３ ２７４ ６１２ ４２７ ４６８ ０８ ６１９ ５８８ ３１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９１ ９６ ８０ １０７ ９１ ８５ １０６ ９２ ８４ ８９ ８２ ９７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７３ ７４ ５７ ８５ ６４ ７５ ７９ ７２ ５１ ７７ ７２ ６９

　　ａ名义工资减去各省 ＣＰＩ。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 《中国劳动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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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更重要的是工资的相对增长速率及相对工资水平的差距。这些数据

实际上反映了各省之间工资涨幅的显著差距。快速发展的沿海省份 （如广

东、上海和广西）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内地的劳动力输出省份 （如四川、

甘肃和青海）快得多。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四川 （是目前为止中国最主要的

劳动力输出省份）和广东 （是目前为止中国发展最快也是吸收劳动力最多

的省份）的实际工资就足以验证这一点 （见图３）。在８０年代后期，这两个

省之间的工资差距接近于零，然而在之后的 １５年里，广东省的工资增长率

几乎是四川省的两倍。

图 ３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间四川省和广东省实际工资ａ （按 １９９０年价格计算）ｂ

ａ名义工资 （元）按地区 ＣＰＩ（１９９０年 ＝１００）紧缩。
ｂ年平均增长率———四川省为 ５６３％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１０７％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８５％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广东省为 ６１９％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８９％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７７％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 《中国劳动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利用引自 《中国劳动年鉴》的官方数据，研究了

城市的工资趋势和工资模式。接下来，我们会利用出自乡镇企业年鉴①的官

方数据，来探讨乡镇企业的工资情况。据推测，比起其他类型企业的工资

状况，乡镇企业的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城市中非技术工人所面临的劳动力

市场状况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５ｂ，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６）。中国几乎所有位于城市地区
以外的制造企业和工厂，都属于 “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一些国外制造商
及国内制造商也更愿意被归类为农村企业或是乡镇企业，因为它们希望尽

量降低成本 （如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及其他需要承担的福利义务）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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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的国家数据报告体系中，乡镇企业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企业中

工人的工资不包括在城市工资报告数据中。



计要求。大部分的乡镇企业 （大约有 ９４％）位于农村地区 （按官方定

义），企业主大量雇用那些没有什么技能且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生活的农

民工。

我们对１９８７～２００５年间城市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人的实际年薪进行

了比较 （见图４）。在此期间，乡镇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５５％，与之相比，城市私营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６５％。更

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表明，这些年里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之间巨大的工

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乡镇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

为城市私营企业的６５％。据省一级数据显示 （为简洁起见，在此不附数据

表），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之间这种工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

现象在发展迅速的沿海省份比内地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更为显著 （见表 ５）。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使得企业可以利用现有体制程序来获

得乡镇企业地位，从而使企业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图 ４　１９８９～２００５年间城市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中劳动者实际工资ａ

ａ名义工资 （元）按地区 ＣＰＩ紧缩 （１９８５年 ＝１０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 《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乡镇企

业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对官方数据的分析解读中，可以证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持

续的二元结构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一些为数不多的专注于考察非技术工人

和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推论。例如，据一项有关广东

省工资走势的研究发现，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期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几乎未

曾增加过 （Ｑｉｎ，２００３）。在一项对湖北省 （主要的劳动力输出省份之一）

居民进行的调查中，Ｚｈｕ（２００２年）发现在不考虑技能差异的情况下，进城

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是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两倍。在另一项关于上海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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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乡镇企业平均工资与城市私营企业平均工资的比值

单位：％

省　份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ａ 省　份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ａ

北　京 ６９６ ８２０ 河　南 １０２０ ７１０

天　津 ８５７ １１９６ 湖　北 ８７９ ８７０

河　北 １０３３ ７５９ 湖　南 ９００ ７４６

山　西 ９３８ １０６２ 广　东 ７７５ ７３２

内蒙古 １０１２ ９５０ 广　西 ９００ ６８２

辽　宁 １０１８ ８５４ 海　南 ８１２ ７３８

吉　林 １２９９ ６９４ 四　川 ８３０ ５３４

黑龙江 １１５６ ８５５ 贵　州 ６３２ ７０１

上　海 ６７３ ７４２ 云　南 ７２５ ５６５

江　苏 ８８２ ８７０ 陕　西 ８２９ ６４８

浙　江 ８９４ ６７１ 甘　肃 ５６７ ５８７

安　徽 １１２４ ９１７ 青　海 ６９６ ４２５

福　建 １０５９ ６６５ 宁　夏 ６１１ ４８１

江　西 １０７７ ７６１

山　东 ８４２ ６８２

新　疆 ７６５ ５２３

全国平均 ８１６ ７４２

　　ａ两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 《中国劳动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口的研究中，Ｍｅｎｇ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年）发现，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工资
情况，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在最近的一项研究

中，Ｍｅｎｇ和 Ｂａｉ（２００７年）利用一组特有数据 （来源于广东省制造业的七

家大型工厂的职工工资册）考察了非技术工人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这 ５年间的
工资模式。他们对工资册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发现，参加调查的工人总体实际

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６％，相比之下，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３５％。一旦考虑了学历、工作经验及其他影响工资水平的变量之后，那么
非技术工人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将为负数或趋于零。

七　附加值中的劳动力份额

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是如何反映中国经济体系中存

在的剩余劳动力情况的呢？图 ４反映的是附加值中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这
对我们了解该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总体来看，图中所示的模式与刘易斯预

测的模式基本一致，即在过剩劳动力状况下，现代部门中存在着持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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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劳工所得报酬占工业总附加值近一半的份额，

然而到了２００６年，这一份额持续下降到 ４０％。分类数据清楚地表明，国有

企业实行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工资份额，而国有

企业的雇佣做法仍然是由非市场因素主导的。在 １９９９年，私营企业 （包括

在竞争环境中运作的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的工资份额占 ２２％ （国有

企业是３４％）。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份额却不断下降，到了 ２００６年

仅为 １２％。尽管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私营企业的工资份

额是相当低的，但事实上，该数据与我们已知的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后期到 ６０

年代初期的香港的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的情况却是一致的 （当时中国内地

劳动力大量涌入香港，促进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 （Ｃｈｏｗ和

Ｐａｐａｎｅｋ，１９８１；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９）。近期以企业为调查对象进

行的一些关于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水平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了如图 ５中反映

的私营企业工资份额的情况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等，２００６：第三章；Ｆｕｋａｏ等，

２００７）。

图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中工资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由 ＣＥＩＭ数据库中数据汇编而成。

显然，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度并非功能性所得分配机制的唯一决定性因

素。① 例如，在经济转型初期，工资水平相对稳定，只要平均生产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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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活动附加值中劳动力的份额 （ｗＢ／Ｙ，ｗ是工资比率，Ｂ是产业劳动力规模，Ｙ是产业

附加值）等于实际工资与平均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ｗ／ρ，ρ＝Ｙ／Ｂ＝平均产业劳动生产

率）。



（下降），附加值中劳动力份额就会减少 （增加）。如果技术革新的目的是节

约劳动力———即通过技术改革来减少劳动力投入———那么劳动生产率就会提

高，同时，附加值中劳动力占有的份额就会减少，也会造成家庭收入分配出

现不公平的格局 （Ｆｅｉ等，１９８５；Ｍｉｎａｍｉ，１９７３）。但在三种所有制企业中，

有关劳动力占有的附加值份额的模式并不支持这种推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

的，虽说劳动就业率上升很快，但是私营企业的劳工占有的附加值的份额与

国有企业相比要低得多，下降速度也快得多。总之，这些数据似乎表明，尽

管一些报告认为存在个别的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但中国目前存在的过剩劳动

力状况，仍然对私营的工业部门发展非常有利。

八　结论

在大量的国内过剩劳动力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仍然强劲。非技术

工人从农业向更加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部门转移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此

外，过去２０年的城乡劳动力迁移和国有企业劳工外流也在城市形成了又一

个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库。

以合理的方式消化吸收这些过剩劳动力对于保持经济的增长势头和减少

贫困是至关重要的。这要求进一步改革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制

度性限制。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出台那种在政治上受欢迎，但在经济上起反作

用的政策，防止人为地增加雇用工人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计划建

立一个普遍性的就业保险计划，设立退休金和其他社会保障规定，以及已经

实施的 《劳动合同法》，可能都还为时尚早。政府可以为穷人提供的最好的

社会保障是有利于就业的机会，要达成这一目标，机制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和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鉴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引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非常

有必要再次强调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动力向郊区的扩展。一个值得

借鉴的例子是，中国台湾地区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把加快农村非农业生产

活动作为平衡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台湾广为宣传的 “公平增长”的成果背

后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食品加工行业，它的工业化模式避免了农村非农业

经济活动通常 （几乎肯定）会有的相对衰落。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并没有

在与城市工业和服务的竞争中被逐出市场 （Ｒａｎｉｓ，１９９３）。尽管从长远来

看，目前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合理的，但是农村存在的劳动力过剩

的状况要求政府对初等教育投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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